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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7000余个法院判决书文本数据，从分布频次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比较了贪污和受贿两种典型

腐败类型，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职位、以及个体和集体腐败五个方面的系统差异。 研究发现：在东部

沿海地区，受贿案多于贪污案，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贪污案多于受贿案；村委会和国有企业中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在

其它 13个监管领域中，都是受贿案占主要比例；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并没有系统差异，总的来说都是

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单位正职或者一把手，贪污和受贿的机会相当，但是单位副职受贿的机会远大于贪污，一般工作人员则

贪污的机会大于受贿；最后，在个体腐败中主要是受贿行为，而集体腐败中主要是贪污行为。 本研究对于在不同地区、不同

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职级和职务的官员，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性的反腐败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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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比较两种核心

腐败案件———贪污案和受贿案———在中国的分布

规律。 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几

个理由：首先，腐败是对一簇复杂现象的笼统概括，

其包含复杂多样的表现形态，但以往的研究要么忽

视腐败内部的复杂差异，要么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简

约化，仅仅选择其中的某一类型进行分析。 例如，在

大量关于腐败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中，关注的实际上

主要是以行贿受贿为代表的交易型腐败。 而另外一

些关于腐败问题的跨国研究，则由于数据的限制，只

能忽视不同腐败类型间的差异，笼统地用一个数值

来代表整个国家的腐败情况。

其次，聚焦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市面

上以大样本案例为中心的腐败研究，受制于研究资

料，主要集中在对政治精英腐败行为（操作化为省部

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研究上，缺乏对基层普通公职人

员腐败行为的研究。 这类对于“大老虎”的腐败研究

固然重要，但只能观察到较高层级的腐败现象，对于

冰山下面更多较低层级的腐败现象的研究关注不

够。 另外一些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没有对具

体的腐败行为加以区分，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各省检

察院所公报的职务犯罪数量。

为了将以往的腐败研究继续往前推进，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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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近年来逐渐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数据，这个数

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腐败研究中数据资料难以

获得的窘境。 首先，这个数据覆盖面非常广，基本上

可以覆盖全国所有行政区域的案例；其次，这个数据

非常系统，可以囊括所有类型的与腐败相关的职务

犯罪。 同时，这个数据由于是经过司法机构权威发

布的，其真实性也得到保障，也没有新闻报道那么

强的选择性。 考虑到这个数据在这几方面的巨大优

势， 笔者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包括 7000多

个贪污和受贿案例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希望可以通

过对这个数据库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出贪污和受贿

这两种典型的腐败类型在中国的分布规律。

一、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腐败的两幅面孔

与之前以案例为基础的腐败研究不同，本研究

把问题聚焦在腐败的行为性质上，更明确地说是聚

焦在贪污和受贿两种风格迥异的职务犯罪行为上。

腐败一般被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一

定义过于宽泛，以至于涵盖了太多的内容，定义本

身没有明确行为的主体，也没有定义什么属于公共

权力，更没有涉及到行为者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

谋取私人利益的。 因此，要研究腐败，首先要对腐败

行为进行更为细致和狭窄的定义，缩小研究对象的

范围，这是寻找腐败分布规律的第一步。 按照这一

思路，本研究把腐败缩小到两个最为常见的基本类

型上———贪污和受贿。 除了聚焦研究问题之外，把

研究对象确定为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上还有

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两种职务犯罪是中

国目前最为常见的腐败形式，通过对这两种发生率

最高的腐败形式的分析，基本可以反映整体腐败状

况的分布规律。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分析两种类型的

腐败呢，是否可以只分析贪污和受贿其中一种？ 答

案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贪污和受贿虽然都是常见

的腐败类型，但是这两种腐败在行为的性质、手段、

功能、发生原因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差

别，贪污和贿赂可以说是腐败的“两副面孔”，要研究

腐败，二者缺一不可。

1.多面向的腐败：腐败的类型学研究

腐败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经典的腐

败研究中，学者们曾经尝试从各种角度对腐败进行

分类。 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包括， 海登海默（Arnold

Heidenheimer） 曾经按照社会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

忍度把腐败分为白色、灰色和黑色。 在这个分类框

架中，黑色腐败是指那些大众和精英都无法容忍且

要求惩治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是精英痛恨的腐败

行为，但是大众对这些腐败有较高的容忍度；白色腐

败是精英和大众虽然不愿意公开支持但却都能默

许和容忍的腐败行为。 ［1］

在腐败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类型划分就是

把腐败行为区分为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和

官僚腐败（bureaucratic corruption）。这个分类一直备

受争议，因为清晰地定义政治腐败实在过于困难，就

像海伍德（Heywood）和菲尔普（Philp）所说的，要定

义什么是政治腐败，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政

治”。 ［2］［3］但是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腐败首先要

发生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中的腐败（比如公司治理

中商业贿赂现象等）首先被刨除在外。 其次，与官僚

腐败不同，政治腐败发生在一个政体中的政务官身

上，普通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都只能归为官僚腐

败。 第三，政治腐败包括那些违反一个特定时空下

的政体所接受的各种政治原则的行为，政客在政治

腐败中得到的可以不是金钱，而是各种政治好处，而

这些政治腐败行为也不局限于所谓的权钱交换，还

包括各种坏的和不道德的政治行为。 官僚腐败与政

治腐败相对，主要指的是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

域中发生的腐败，因此像议会中的政党勾结、选举中

的欺诈和舞弊等都不属于官僚腐败的范畴。

按照腐败行为的制度化程度，还可以分为纯粹

的个体腐败（individual corruption）和制度（组织）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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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i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个体腐败

指的是那些纯粹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上的腐败，而

制度或者组织腐败则不同，其指的是某一个公共机

构利用市场监管或垄断资源分配的公共权力，来为

其所在的组织或机构谋取金钱或者其它物质上的

私利。 ［4］根据这一定义，组织腐败的行为主体是一个

抽象的组织，而不是组织中的某个个人，因此这种腐

败必然是高度制度化的，而不是某些官员利用钻制

度漏洞的零敲碎打的行为。 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

“小金库”现象，中国地方上拥有收费、罚款或其它现

金征收权力的组织，都会使用某种方法来逃避预算

监管，在单位内部建立一个“账外账”，这些钱是组织

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的，但是主要用来给组织的成员

发放福利，或者用来满足吃喝招待等在正式预算中

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

除了以上比较重要的腐败类型划分之外，还有

一些常见的腐败类型划分。 比如按照腐败的程度分

为微型腐败（petty corruption）和巨型腐败（grand cor-

ruption）。 微型腐败层级比较低，涉及的金额也非常

小，可能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收受的一包烟，也可

能是海关关员克扣的一瓶香水等。 但是巨型腐败涉

及的层次比较高，通常暴露出来都是影响政治的巨

大丑闻。 有两位学者在对日本议会腐败的研究中发

现，日本的议员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腐败行为：欺骗

（cheating）和掠夺（looting）。 ［5］当议员的政治地位不

稳固，面临比较紧张的政治竞争局面时，主要采取的

腐败手段是欺骗；而当议员的政治地位相对稳固，有

较强的政治影响力时， 就会转向掠夺财富。 Ko and

Weng曾经通过比较市场转型以来经济型腐败和非

经济型腐败的发展变化，来描述中国腐败的结构变

迁。 他们把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集体私分、非法所

得、偷税漏税、假冒商标、投机倒把都归类为经济型

犯罪，而把渎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重

婚归类为非经济型犯罪。 利用《中国法律年鉴》的数

据，他们发现从 1998年到 2012 年，经济型腐败的

数量不断增加，而非经济型的腐败则不断下降。 ［6］

2. 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贪污和受贿犯罪的

类型学分析

①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律条文定义

在正式进入对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的理

论分析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一下在中国的《刑法》

条款中是如何定义两种犯罪的。 在最新修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第 382条和 385条分别对

贪污罪和受贿罪做了如下定义：

贪污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

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论。 【第三百八十二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索取他

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

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

的，以受贿罪论处。 【第三百八十五条】①

虽然法律条文不能涵盖这两种腐败的所有情

况，但是依然指出了贪污和受贿之间的本质差别：即

在受贿罪中反复出现“他人”，而在贪污罪中则没有。

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样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

行为，贪污是公权力持有者单方面的行动，而受贿则

涉及到公权力持有者和行贿方的合作与交易。 据

此，我们这里把贪污类型的腐败定义为“自体腐败”

（auto-corruption），把受贿类型的腐败定义为“交易

型腐败”（transaction-type corruption）。 由于这个行

贿方经常是企业经营者，因此经济学中许多关于腐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M］.//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全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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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１摇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

自体腐败 交易型腐败

目标 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手段 贪污、挪用、职务侵占等
行贿、受贿、以及受贿的各种亚类型（单位受贿，影响力受
贿，斡旋受贿等）

主体 贪污者单方面 行贿和受贿双方

功能 基本没有正向功能
有一定正向功能：缓解政府与民众冲突；为厂商接近政府提

供了一定途径；克服官僚主义的刚性；刺激投资等等。

原因 制度建设有缺陷 市场化；政商共谋

受害 ／收益者 国家（老百姓为潜在受害者） 行贿者（当国家为潜在受害者时，行贿者转为受益者）

败的研究实际上指的仅仅是交易型腐败。 ［7］

另外，交易型腐败也主导了在国际比较中对腐

败的测量，目前流行的几个腐败测量方法，包括国

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发布的腐败指数①， 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②，考夫曼等人提供的

腐败控制指数（Control of Corruption）③，阅读其测量

方案，无一例外都是从对商业活动经营者的调查中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而这些被调查者所反

映的腐败实际上都是交易型腐败。 也就是说，目前

市面上流行的关于腐败的各种数据和测量，都忽略

了腐败内部行为的多样性，尤其是忽视了自体腐败

的存在。

②贪污和受贿的系统性差异：类型学的理论建

构

一些学者曾经指出过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

的差异，比如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曾经写

道：“自体腐败（Auto-corruption）是前改革时期的主

要特征，这种腐败经常发生在非市场领域内，因为

这些领域内很少有市场交易。 在非市场领域内，游

戏规则是‘权力追逐金钱’，而在市场领域内游戏规

则是‘金钱追逐权力’。 因此，在自体腐败行动中，对

物质和金钱的获得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权力

和地位决定的。 ”［8］ Ko和Weng也发现贿赂和非交

易型腐败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典型腐败类型，其中非

交易型腐败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贪污”。 ［9］

虽然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在大量的腐败研

究文献中被零散地提到，也有比较敏锐的学者隐约

感觉到二者差别的重要性，但却没有人真正系统分

析过这两种腐败行为的差异。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

从行为的目标、主体、手段、功能、发生原因以及受

害/受益者六个角度来对这两种腐败类型的异同做

比较系统地分析。

首先来看行为目标。 虽然按照吕晓波的说法，

自体腐败是权力追逐金钱，交易型腐败是金钱追逐

权力，但是如果聚焦在贪污和受贿两种类型的腐败

来看，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角度来说，行为目标是大体

相同的，都是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因为无

论是权力追逐金钱，还是金钱追逐权力，都是公职人

员把手中的权力变现的过程。 所以，自体腐败和交

易型腐败都符合腐败的经典定义，滥用公共权力以

谋取私人利益，二者在行为目标上没有本质区别。

①详细信息参见 http://epub.prsgroup.com/products/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icrg。
②详细信息参见 https://www.transparency.org/。
③详细信息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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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行为的具体手段和行动主体。 这两个区

别要联系在一起分析，因为贪污和受贿的手段的差

别实际上主要来自行动主体的差别。 毫无疑问，贪

污主要是公职人员单方面的行动，这里用单方面一

词指的不是人数的多少，并不是说贪污腐败中都只

有一个人参与，恰恰相反，随着国家财政、金融等监

管制度的完善，公职人员要想直接盗取国家财产经

常需要多个人相互配合，因此贪污罪中经常出现多

个人的共同犯罪，在接下来的数据分析中就可以呈

现这一结果。 但是再多的参与者，作为自体腐败，其

行动主体只包括公职人员单方面，手段包括贪污、窃

取、挪用、骗取、职务侵占等。 交易型腐败则不同，既

然是交易，至少涉及到交易双方的行为，所以交易

型腐败的主体至少包括公职人员以及公职人员之

外的行动者两方面，在一些复杂的案例中，交易型

腐败可以包括非常复杂的行动主体，包括为官员和

行贿者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等。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公

职人员也会为了职务晋升等向其他公职人员行贿

的情况，这时候行为者双方都是公职人员，但是大

量的交易型腐败还是发生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 交

易型腐败的手段包括行贿、受贿，以及受贿的各种亚

类型，单位受贿，影响力受贿，斡旋受贿等。

第三，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有非常不同的社

会功能。 腐败研究曾经经历过一个功能主义理论范

式。［10］功能论者认为腐败有许多正向的功能，比如强

调降低官僚机构的刚性以克服文牍主义，［11］ 刺激投

资以促进经济发展，［12］ 弱化政府与民众的敌意和冲

突，［13］产生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整合等等。 ［14］所有

这些可能产生的正向结果，实际上都建立在交易型

腐败的基础之上，比如克服文牍主义和缓解政府对

民众的敌意。 实际上功能论者是把腐败当作民众的

一种非正式政治参与，其手段主要是民众或厂商使

用贿赂的方法来影响政府的政策。 而刺激投资和精

英整合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经济精英可以使用贿

赂的方法来影响政治精英的决策，因此降低了投资

的风险，同时也使得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了更多

的互动和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可能是非法的或者至

少摆不上台面，但也比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对立

要好。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实际上经济学中许多

对于腐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型腐败的认识

之上的，比如 Shleifer和 Vishny在很早的一篇关于

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就说：“我们把腐

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国有财产或

政府服务。”［15］而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政

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实际上指的都是交易型腐

败，比如“寻租”理论和“国家俘获”理论等。 ［16］

而贪污则不同，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非交易型

腐败，并不需要有私有部门参与其中，这种腐败一般

以公职人员自身为主，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

直接侵占、盗取、挪用或者骗取国家资产。因此，对于

这种类型的腐败，用交易型腐败中发展出来的寻租

理论、国家俘获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对贪污来说最

重要的是所谓“接近权”，比如公共部门的类似会计、

出纳、仓库管理员、征税员、负责罚款的职员等职位，

都是贪污罪的高发职业，原理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

位高权重，而是其最接近国家资产。 用委托—代理

理论来说，当委托人与这些职员（代理人）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较高时，他们就可以利用接近权将国家资

产占为己有。 这种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直接盗取国家

财产的行为如果非常泛滥，那么政府就有沦为“盗贼

式国家”的可能，很难说这种腐败有什么正向的功

能，功能主义者所声称的一些腐败的正功能在这里

都不能成立。

第四，两种腐败从产生的原因上来说也有一定

的差别。 作为交易型腐败，虽然仔细来看形式多样，

但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如厂商）通过行贿的手段来

影响政府决策，或者购买某种稀缺的政府服务。 所

以如果给定同样的监督力度，那么在市场转型的国

家里会持续高发交易型腐败，在高额的贿赂金额面

前，即便是在对腐败采取最严厉处罚的国家里，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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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官员铤而走险。 非交易型腐败则不同，腐败

的诱因就来自政府内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

对称是贪污的主要诱发因素， 政府内部的监管、审

查、透明化程度越弱，则委托人了解具有接近权代理

人的程度就越弱，发生直接贪污国家财产的概率就

越高。

最后，两种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不同。 腐败，不

管是贿赂还是贪污，总的来说都是受害者不清晰的

一种犯罪，这与抢劫、谋杀、诈骗等刑事犯罪有所不

同。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分析，贪污腐败更接近于“平

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因为贪污的对象是一个抽

象的“国家”或者“公共体”，并不针对具体的个人。受

贿则不然，大部分的受贿都有一个面对面的实际操

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受贿者都会面临

或多或少的道德压力。 因此，在中国这种赠礼文化

兴盛的国家里，行贿和受贿双方为了降低道德压力，

或者说把受贿自我道德化，经常会使用各种手段把

受贿的过程包装成普通的赠礼实践。 ［17］

二、数据工作

由于腐败这一研究主题的特殊性，想要获得与

腐败相关的一手研究资料并不容易，但是仍然有一

些学者通过系统搜集整理大量腐败案例的方法进

行研究，为大家了解中国腐败的分布、发展和变化

的现状做出了突出贡献。 过勇通过对 594个腐败案

例所建立的案例库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转轨有多

种机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机会。 ［18］公婷和吴木銮

从一份官方报纸《检察日报》上搜集了从 2000-2009

年期间的 2800多个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例， 分析了

中国腐败总体规模、发生领域、犯罪类型等的变化趋

势。 ［19］刘启君使用了各地人民法院的贪污腐败案例

的 1万多份《判决书》，建成了“中国转型期腐败案例

数据库”。 ［20］通过对这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作者得

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现：中国的腐败交易总体呈上

升趋势，国有企业是腐败最为严重的部门，正职官员

普遍比副职官员的腐败情况严重。

还有一些基于大样本腐败案例的研究，把研究

目标集中在更小范围的目标群体的腐败问题之上，

比如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问题，［21］市一级“一把

手”领导干部腐败问题，［22］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 ［23］

虽然这些研究在研究目标上缩小了范围，但依然都

面临着案例选择比较随意，样本量过小的问题。 因

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如果要继续拓展以案例为基

础分析中国腐败现状的研究，就需要找到更为可靠

的、选择性更低的公开信息来源，进一步扩大样本的

覆盖范围，本文所使用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信

息库就初步具备这样的特征。

1.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法

院判决书文本①，网站提供了搜索引擎，我们使用了

“贪污”和“受贿”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分别得到了

6020个与“受贿”相关的文件和 16900个与“贪污”

相关的文件，这些文本文件就是最后数据建立的原

始资料。 虽然根据搜索结果直接下载下来的文件数

量很大，但是经过筛选和清理，最终符合要求进入样

本的文本数量并没有那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本性质的限制。 在仔细阅读了司法文书

之后，我们发现，搜索结果中的“裁判文书”主要包括

两种类型：“刑事裁定书”和“刑事判决书”。 其中，刑

事裁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或判决执

行过程中，就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做的书面

决定，比如因为对罪犯的“减刑”所出具的裁定书。裁

定书中包含的信息十分匮乏，只有罪犯个人的基本

信息，没有对罪名的详细描述，也没有处罚和金额等

关键信息，这种类型的文本不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

①详细情况参见：http://wenshu.court.gov.cn/，搜索时间为 2015年 10月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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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刑事判决书则不同，其中包含了对案件性质、案情

过程、证据搜集、嫌疑人个人信息、以及最终判决结

果的详细信息，有的复杂案件，判决书可以长达 20

多页，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最后我们只选择使用判

决书文本来建立数据库，舍弃掉了所有的刑事裁定

书。

二是搜索结果错误。 截止我们搜集资料时的搜

索时间，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没有提供特别复杂和精

确的搜索引擎， 所以搜索结果都是模糊匹配的，即

使用“贪污”和“受贿”作为关键词时，也会搜索出其

它包含了这些关键词的案件文本，这样的搜索结果

大量存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在最后做了罪名的匹

配之后被清理掉。

三是搜索出重复文本，即一个案例会在最终的

搜索结果中重复出现 2-3次，最后只能删除重复结

果，造成最终的样本量远远少于搜索结果数量。

四是下载错误，可能是网站本身的原因，也可能

是下载软件本身的问题，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下载结

果显示为乱码或者空白页，导致下载的文本无法使

用。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只有通过人工

仔细阅读和比对文书文本才能发现，那就是一审判

决为贪污案， 但是二审终审结果推翻一审的定罪，

改为“职务侵占”或者“诈骗”等其它罪名，也不符合

我们的要求，被剔除出样本。

经过这样几轮删选， 最后只剩下符合要求的

4092个贪污案和 3223个受贿案， 总计 7315个样

本，作为最后的数据总量。 如果按年份区分，包括了

2014的 5947个案例，和 2015年的 1368个案例。 ①

2.编码与测量

在清理完数据，最终确定我们的目标文本后，接

下来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将这最后符合要求的

7000多份文本转换为可以用软件分析的数据格式。

为了降低工作量，我们首先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根据每个文书文本独特的案件编号建立一行数据，

如“（2014）宁刑初字第 00436 号”指的是湖南省宁

乡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的第 436号案件，由于每一份

判决书都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编号，所以就根据这个

编号为基础来建立最初的数据。 计算机可以自动识

别非常格式化的文本信息，包括年份、案件编号，宣

判的法院信息，地址信息，嫌疑人姓名及人口学信

息，罪名等等。 但是，由于判决书的文本格式非常复

杂，有些非常关键的信息无法自动提取，包括我们关

注的最核心变量：判罚和涉案金额，以及犯罪情节等

等，最后这些关键信息使用人工比对的方法全部重

新手动核实②。 最终在 20位研究助理历时一年半的

编码工作之后，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详细编

码规则如下：

罪名：包括受贿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编码为 1，

贪污罪编码为 2。 文本中的描述为：“本院认为，被告

人杨 XX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吞国有财产人民币，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或者类

似这样的表达：“本院认为， 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 75万元，个人分得 21.5万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谢

某某指控的部分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

金额：金额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案件非常清晰

地给出了犯罪嫌疑人相应罪名所对应的金额，如上

文中的：“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75万元，

个人分得 21.5万元，数额巨大”。 但也有些案件在最

后结论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涉案金额，如上文中的“被

告人杨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①由于是 2015年 10月份搜索的结果，可能 2015年大量的案例还没有结案，因此上传的数量比较少，样本主要集中在 2014年结案的案例中。
②这里首先感谢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陈吟初同学在从文本转化为 excel格式数据中做的基础性工作。其次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陈璟璞、张景屿、朱里等 20位同学的出色数据编码和录入工作。为了保证结果是可靠的，学生被分为两组，相互检查录入结果的准确性，最后我们随机
抽查了数据的 10%，发现错误率接近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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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吞国有财产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阅读全部

判决书文本，把所有项目的金额加总，来计算最后总

金额。同时，要把其中的房产、礼品等换算成金额，把

外汇按照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如甘肃省酒泉市房地

产管理局局长受贿一案， 最后确定：“被告人史某在

任酒泉市房管局局长、城建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 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8445420.65 元， 美元 41 万元， 金条 11 根（1100

克），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

务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对这种情况最

后美元乘以 2014年平均汇率 6.1428， 金条以司法

机构认定换算价格人民币 202332元， 最终确定史

某受贿罪相应金额为 21166300.65元。

是否共同犯罪：当一个案件中出现多名罪犯，且

最后均确定为受贿罪或者贪污罪的，就被视为共同

犯罪，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单位和部门：判决书中一般都会提供罪犯的详

细个人职业经历，但是这些职业五花八门，种类过

于繁多，职业信息也过于繁琐，为了能够具备一定

的分析价值，我们利用这个信息将罪犯的工作部门

划分为了 21个领域，包括司法、经济、自然资源、房

地产、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海关、村委、居委、党务、

立法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腐败类型

在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差异，为在不同领域中的反腐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手段提供了证据。

官员的行政级别：在 7000多个案例中，虽然有

一部分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主要

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职人员。 我们猜测，不同的

腐败类型可能在不同级别的公职人员之间也有很

大差异，因此根据上面的个人职业信息，手动编码

了 6个类别，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编码为 0，居委和

村委编码为 1，乡、镇和街道编码为 2，县和县级市编

码为 3，地市和厅局级编码为 4，省部级编码为 5。 其

中居委和村委工作人员本来也属于非国家工作人

员，但由于数量庞大，且具备一级基层政权性质，因

此也单独编为一个级别。

最后，部分判决书文本中包含了详细的被告人

的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党

员身份等等，在构建数据库时这些信息也被全部录

入进去，但由于缺失值实在太高，比如 7000份判决

书中只有 3873份提供了出生日期，只有 3555份提

供了教育程度，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最后没有利用

这些信息。

三、腐败的两幅面孔：中国的受贿与贪污

要充分有效地挖掘数据中的信息，首先要公允

客观地看待这个数据，关于以判决书文本为基础构

建的这个数据库，其中有两点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是

要承认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这不是一个经

过严格抽样过程获得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它所

呈现出来的结果并不能声称完全反映了 2014 到

2015年上半年整个中国的贪污和腐败情况； 其次，

既然是判决书数据，那么反映的只能是被发现的腐

败，而大量没有被发现的腐败存量，也被称为“腐败

黑数”的情况，我们从这个数据中也是无法获得的。

二是要充分利用这个数据自身的优势。 首先，虽然

不能代表全部 2014到 2015 年上半年中国的腐败

情况，但是考虑到腐败研究这个领域的特殊性，这已

经可以说是目前我们能获得的最优质的数据了。 而

且，7000多个样本也是目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能

够获得少有的大样本数据，它必定从某个方面可以

反映腐败总体的一些基本情况。 其次，虽然由于代

表性问题我们不能在这个数据基础上做非常一般

性的推论，但是从描述基本情况的角度，这个数据为

我们呈现的信息也为目前中国的腐败研究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信息。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从分布

频次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比较贪污和受贿罪在不

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职位、以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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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贪污贿赂在部门和领域间的频次分布

图 1 贪污受贿在地区间的频次分布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体和集体腐败五个方面的系统差异，每一部分将尽

量以最直观的图表来呈现这种差异，以及关于形成

这种差异的可能解释。 其中，数量的分布比较简单，

就是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总数在不同维度的

分布。 但是金额在不同维度之间的比较就有些复

杂，涉及到我们到底试用金额的平均数、中位数、最

小值还是最大值来反应差异，总的想法是比较金额

在不同维度之间的平均水平差异，笔者最后决定试

用中位数而不是均值来反应这种差异。 理由在于，

均值受到极值的影响较大，在某一个维度中，如果

有一个案子涉案金额特别大，那么就会把整个维度

的均值拉高。 参考经济学对于收入平均状况的比较

策略，这里选择中位数来反应不同维度间的平均差

异。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1.受贿与贪污的地区差异

在地区差异方面，首先呈现的是在中国不同地

区之间，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的数量分布状况

是怎样的。 为此，我们绘制了图 1，呈现了两种腐败

类型总量在地区间的差异，在地区分类上，参考国家

统计局对于中国地区划分的标准，把不同省级行政

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域。 ①从理

论上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因此

腐败的主要形式应该以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

益交换为主，所以受贿案件比较多。 而在市场经济

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 私营经济比重比较小，

腐败应该主要以贪污罪的形式存在。 图 1中呈现的

信息充分证明了前面的推论，在东部地区，受贿罪多

于贪污罪，虽然没有超出很多，但是与中部、西部和

东北部相比，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东北

地区，贪污类腐败远远超出受贿类腐败。

2.政府监管的行业与领域

除了地区分布的差异之外，腐败类型还可能由

于政府所监管的领域不同而产生差异，比如在直接

接触大量现金和资源的领域，可能主要的腐败类型

是贪污，而在没有直接贪污机会的行业和领域，官员

可能主要采取受贿的方式聚敛财富。 为了描绘腐败

类型在不同监管行业和领域之间的差异，笔者绘制

了图 2。图 2是全部 7000多个案例在政府不同监管

领域内的频次分布，通过按照贪污案的数量由大到

小排列，可以发现这样两个规律：一是只有村委会和

国有企业中贪污案多于受贿案， 在其它 13个监管

领域中，都是受贿案占主要比例；二是从总量大小来

看，中国基层腐败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村委会存在

大量的贪污案件，这和之前关于村官腐败问题的研

究结论完全一致，村官们经常是集体贪污、骗取国家

的补偿、救济、扶贫、开发等项目款项，且这一问题已

①具体划分情况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登陆时间 2017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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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影响基层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亟待解决。

3.行政级别

官员随着行政级别的变化，可能拥有的腐败机

会也有所不同，因此接下来我们希望知道贪污和受

贿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是否

存在系统差异，为此绘制了图 3。这里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虽然判决书中提供了被告人的职务信息，但是

如果要完整无误地把每一个被告人的具体工作职

务和其行政级别对应起来的话，工作量太大，所以

我们这里用了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近似编码其行政

级别，那就是判罚的法院行政级别。 因为在司法实

践中，总体来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判罚的腐败案，

其被告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基层法院，而省高级人民

法院所判罚的腐败案，被告的行政级别又会高于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发现，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

政级别的官员之间并没有系统差异，总的来说都是

贪污案多于受贿案。 在金额方面，虽然行政级别的

提高，涉案金额也有明显提升，在基层和中级法院办

理的腐败案中，受贿的金额大于贪污案，在省高级人

民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贪污的金额略大于受贿案。

4.具体职务

既然腐败类型在行政级别间没有发现系统差

异，那么是否在官员的具体职务上有差异呢？ 为此，

我们将被告人按照在本单位所担任的职务划分为

四种类型：单位的正职（包括一把手），单位的副职，

一般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 然后按照这种

分类绘制了图 4，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通过图

4可以发现：如果成为单位正职或者一把手，无论贪

污还是受贿的机会都差不多，也是所有职务中最多

的。 但是单位的副职就不同了，因为其在许多决策

上没有最终决定权，因此腐败的机会远少于一把手，

而且主要通过受贿的方式敛财。 而一般工作人员则

相反，中国有句俗语叫“县官不如现管”，在我们的案

例中，许多会计、出纳等一般工作人员，虽然没有领

导职务，但是却频频卷入贪污类腐败案，主要原因就

是其直接接触大量现金，可以利用“接近权”搞贪污

类型的腐败。

5.集体腐败与个体腐败

最后，判决书还提供了同一案件是否有多个被

告人共同参与的信息，我们把拥有 2个和 2个以上

被告人共同参与犯罪的案件编码为集体腐败，剩下

只有一个被告的案件编码为个体腐败，然后与两种

腐败类型交叉对比，绘制了图 5。 在图 5中，我们发

现：在频次分布上，集体腐败与个人腐败的差异非常

明显，受贿主要来自个人行为。 而在集体腐败中，有

图 3 贪污受贿在行政级别间的频次分布

图 4 贪污受贿在职务间的频次分布

图 5 集体和个体腐败的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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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个贪污案，只有 534个受贿案。 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随着国家各种制度的逐渐完善，想要轻易

通过单个人钻制度漏洞的方式贪污国家财产逐渐

变得更加困难，但是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贪污

依然有机可乘。

四、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贪污和受贿案件在地区、监

管领域、行政级别、具体职务以及集体和个体腐败之

间的差异，我们形成了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在中

国分布规律的以下几个重要发现：首先在地区差异

上，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受贿案要多于贪

污案，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则贪污案依然多于受贿

案。 其次在政府监管的行业与领域上，在绝大部分

政府各部门和分管领域，受贿案都多于贪污案；而基

层政权尤其是村委会的贪污腐败触目惊心，需要尽

快重视起来。 从金额上来看，金融领域涉案金额的

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其它领域，排在第二的是房地产

和城市规划领域，其它监管领域金额的平均水平差

别不大。 在行政级别上，总得来说级别越高涉案的

金额越大，但是贪污和受贿两种类型的分布上没有

明显差异。 但是在单位的具体职务上就呈现出完全

不同的结果，单位正职（和一把手）无论贪污还是受

贿的机会都差不多，也是所有职务中最多的；单位副

职的腐败机会中，受贿多于贪污，一般工作人员则贪

污的机会远远多于受贿；公职人员无论什么职务，受

贿的金额都大于贪污的，但是对于一般工作人员来

说，两者比较接近。 对于个体腐败和集体腐败来说，

在频次分布上，集体腐败与个人腐败的差异非常明

显，受贿主要来自个人行为，而在贪污中，集体腐败

的数量远远超过个人腐败。 无论集体腐败还是个人

腐败，受贿的金额都远超过贪污的金额；无论受贿还

是贪污，集体腐败的金额都超过个人腐败的，但是贪

污的差异比较明显，受贿的差别不大。 本研究将可

以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职级和

职务的官员，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性的反腐败策略，

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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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Faces of Corruption:
Descriptive Analysis Based on Seven Thousand Judicial Judgements

LI Hui

Abstract: Based on more than 7000 judicial judgements of the corruption case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system-

a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ical corruption cases of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with the variables of region,

sector,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post, and subject of crime (collective or individual corrup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ted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es,

sectors, and among officials of different ranks and positions. The main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from 3 aspects:

firstly, i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bribery cases are more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with the

more embezzle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rural area, the embezzlement case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bribery. Secondly, from the distribution in industry sector,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post, the bribery cases

are more than that of embezzlements in the 13 government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e, education, judiciary etc. In addi-

tion, the study has analyzed the cases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committed the crimes

of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among which the odds of the chief leaders taking the bribes or embezzling are equal and

that of the deputy leaders, would be more on bribery rather than embezzlement. Finally, with regard to subject of

crime, the individual corruption is mainly in bribery, while the collective corruption concentrates on embezzlement.

Keywords: Corruption； Embezzlement； Bribery； Judicial judgments；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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